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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们熟悉的辛亥革命几乎是革命党人单方面的叙述，而学者傅国
涌编著的《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采用的是亲历者的日记、书信、口述、回
忆录等史料，它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政治倾向，通过这些私人记录，重
现了有关辛亥革命的许多史实，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全新的解读。

阴受访者学者傅国涌
采访者本报记者杨新美

叶科学时报曳院您曾在讲座中说袁自己
在写叶百年辛亥曳的过程中袁清晰地看到
了一个以前人所不知的野辛亥冶钥
傅国涌院我所发现的这个“辛亥”不

是一幅整齐划一、一目了然、黑白分明的
图画，而是有点复杂、甚至有点杂乱，也
可以说色彩斑斓、内容无比丰富。
这幅画的背后并没有一个导演，一

个决定性的人物或组织，而是历史按自
身逻辑展开自然形成的。换言之，这场革
命不是某些人在密室里设计、构想出来，
然后进行实施，而是在当时现实的土壤
中生长出来的。结果也不是那么称心如

意，革命派、立宪派、体制内的既得利益
集团都不满意，但各方都接受了这个事
实。
在书中，我并没有刻意强化或者张

扬自己主观的评判，因为事实本身就是
最好的说明。但我还是有许多看法与过
去人们熟悉的观点不同。比如在大量事
实中，我看到英、法、美等列强保持了相
对中立，并没有站在清廷和袁世凯一
边，最大的一个证据是没有给他们提供
财政支持，不借钱给他们；比如南北议
和之所以达成，固然有许多因素，但最
主要的因素毫无疑问是南北双方财政
的极度困难；比如革命发生后各地逃
难、金融的情况，从而导致局势的瓦解，
这一切都超出了革命党人的设计和掌
控；比如革命党人并没有掌握这场革命
的主导权，真正在背后起作用的人心思
变，是粮食饥荒，是金融危机，革命乃是
合力的作用，无论立宪派还是新闻从业
者的参与和推波助澜包括报纸上每天
的谣言，都构成了这场革命的真正底色。

叶科学时报曳院在叶百年辛亥曳上册中袁
开篇您就指明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要要要
人心变幻袁而在其中谣言则是其催化剂遥
谣言是如何对辛亥革命起到推波助澜的
作用钥
傅国涌院辛亥时代谣言四起，大江南

北遍地都是谣言，包括报纸上登载的许
多消息也不可靠，可民众宁信其真。反而
把说真话的报馆玻璃砸了。砸报馆当然
是不好的，是一种情绪冲动，但可以看出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实际上，辛亥之际，朝廷掌握着全部

行政资源，掌握着强大的新旧军队、警察

和所有可以支配的武装，为什么会面对
社会变动、谣言四起毫无办法？原因就是
人心变了，人们不再相信朝廷的承诺。再
加之当时长江流域、淮河流域数百万饥
肠辘辘的饥民，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在这
种情况下，谣言尤其有土壤。
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原因，

清廷长久以来腐败专横，失信于民，此时
已毫无公信力可言，在信息渠道不畅的
情况下，他们对谣言自然没有鉴别能力。
此外，还有一点，许多谣言可能今天是谣
言，过几天就不再是谣言，比如说太原独
立、陕西独立、南京被革命军占领等等最
初都是谣言，隔些日子就成了事实。所
以，对谣言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
论。

叶科学时报曳院众所周知袁辛亥革命是
一场没流多少血便得以完成的革命遥 在
叶百年辛亥曳下册中袁您为我们找出了辛
亥革命以和谈方式完成民国野创世纪冶的
关键因素袁即南北双方的财政困难遥这与
以往我们所了解的是有所不同的遥 何以
说这是关键因素钥
傅国涌院 我也是在长期阅读史料的

过程中才逐渐看清：南北对话，最后以妥
协告终，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结束，
袁世凯上台，这是一个多方反复讨论、博
弈、磨合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
换代中开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先例。
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达成的？南北

妥协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关键的却是
南北双方财政的困难。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困难，学术界

已经有多位学者写过论文，也有台湾的
学者写过专著，但是对于清廷的困难，特

别是借款未成，以往的研究还不是很充
分，将南北财政困难放在一起比较，包括
将独立各省的财政状况和他们的困难放
在一起，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做得比较少。
我用 6万字来写财政困难，随着大量具
体的、可靠的数据和事实一点点呈现出
一幅景象，即清廷国库耗尽，亲贵不肯捐
输，外国借款无着；南京临时政府冬天典
寒衣的心态四处借款，也无所得，唯一的
出路就是和谈，双方相似的财政困境成
就了这次流血较少、代价较轻的政治转
型。这是以往的历史书都没有强调和忽
视的。

叶科学时报曳院在书中袁您通过外国人
的书信尧日记袁展现出了辛亥革命的另一
个侧面遥 这一个不为人知的侧面是什么
样的钥 对于国人认识辛亥革命又有什么
样的意义钥

傅国涌院 外国人的记录为我们提供
的角度往往是本国人不具备的。这些记
录、评判的背后有他们的文明视野、思维
方式，中西比较，更可以让我们看到百年
前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这场革命在世
界史的维度中如何看待。

这场革命正是中国在逐渐融入世界
体系的过程中发生的，所以，它不同于此
前发生的史不绝书的一次次农民暴动。
那些暴动固然也造成了改朝换代，但不
会影响天朝大国继续秦始皇创立的那套
制度，总是在帝国中打转转，翻来覆去而
已。而这一次却是告别帝国，走向民国。
对此，大多数外国人都是赞同的，毕竟这
是与他们的文明制度接轨。无论转型如
何艰难，中国总算迈开了这一步。百年前
的这一步至关重要。

财政困难促成的辛亥革命

阴本报记者洪蔚
汉语中本没有“科学”一词，明朝末年

当耶稣会士利玛窦，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
学时，徐光启从“格物致知”一词中找到了
对应，于是两人将西方科学的汉语名定为
“格物致知之学”，简称“格致学”或“格
致”、“格物”。一直沿用到 20世纪之初。

为科学正名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按宋代理学
大家朱熹的解释，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也”
———推究事物的道理。清代学者认为，
science就是“格物致知”，并以为，西方科
学中国古已有之。

将 science定名为格致，充分支持了
“西学中源”的思想。“西学中源”萌发于明
清之际，后来得到康熙帝的大力提倡。这

种看法，为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
便利。

然而，这种提法，也使世人将西方科
学理解为一种形而下的学问，雕虫小技而
已。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所谓“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观念。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
长王扬宗解释说：“这种观念在 19、20世
纪之交，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严复曾
提出批评，认为西学“有体有用”，“西学
中源”的观点令人不齿。
“科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明治维

新后的日本，一说从德语翻译而来，一说
从英语来。1897年，康有为在编撰《日本
书目志》时，将这两个汉字引入中文。同
年，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将“格致”与
“科学”并用。

尽管“科学”一词，出现在辛亥革命
之前，并开始逐步普及。然而 20世纪之
初，一直是两词并用、混用的局面，直到
辛亥革命后，“格致”一词便迅速消失了。
在王扬宗看来，为“科学”正名，不仅

仅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更是解决了引进
西学文化的思想根源。随着“格致”一起消
失的是，在认识科学上，中国知识分子抱
有的一种阿Q式的荒唐心态———“我们
早先……”

在评价“科学”二字的正名时，胡适
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

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
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
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王扬宗说：“为科学正名，从观念上为

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扫清
了道路。”

辛亥稽勋与科学救国

梳理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科学史，在
科学活动上，少有可圈可点的壮举。王扬

宗评价这个时期
的科学时认为：
“辛亥革命从思想
上、人才上、制度
上，为科学在中国
的发展，为五四新
文化运动，积蓄了
力量。”

辛亥革命成
功后，国民政府成
立了“稽勋局”，对
革命功臣进行论
功行赏。其中一个
“稽勋”的手段，就
是遴选、派遣稽勋
留学生，资助其赴
外留学。
稽勋留学生

先后共遴选出 3批共一百多人，真正成
行的只有前两批，先后 50余人。任鸿
隽、杨铨（杨杏佛）就在第一批之列。而
李四光的名字，则在第二批留学生名单
中。

这两批留学生与辛亥革命前的留
学生，有很大的不同。王扬宗解释说，辛
亥前，由于国内的政局、国情，留学生出
国后，忧国忧民，学习政治法律的人较
多，甚至直接投身革命。辛亥后，由于革
命成功，这些留学生则更多地把精力放

在学习上，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多起来。
1915年任鸿隽、杨杏佛在美国组建

了中国科学社。1914年 12月，杨杏佛发
表《科学与中国》，几个月之后，任鸿隽发
表《论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两篇文章要
探讨的内容，就是后来著名的“李约瑟难
题”，并倡导科学救国。

尽管杨杏佛的文章还早了几个月，
由于影响不及任鸿隽，此后人们多认为
李约瑟难题是任鸿隽率先提出的。
“科学救国”一词，出现在同批留学

生、中国科学社成员蓝兆乾的文章《科学
救国论》中。王扬宗说，尽管科学救国的
观念，从鸦片战争后就已经形成，“师夷
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几经流变，然而
“科学救国”四个字，却是此时才第一次
正式提出。

两批稽勋留学生对中国科学的影
响，远不止提出一个难题，定名一个口
号，而是更为深远的影响。

王扬宗说，这些留学生，大多在上世
纪 20年代初，陆续学成回国，我国大学
的理工科系，从他们回国后，才真正建立
起来，我国的大学才真正成为名符其实
的大学。“在那以前，我国大学只有预科
的水平。”

从那以后，各种学术组织、学术期
刊，也陆续组建创办起来，中国科学步入
了正规发展的轨道。

作为世界观的科学

作为一次革命，辛亥革命带来更多的
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这种变
革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
展。”王扬宗说。
作为一次民主革命，辛亥后，专制王

朝制度终结，引进了近代宪政制度，为科
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我国才
出现了现代意义的科研机构”。

1913年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以
及后来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之所以得以良
性发展，“其根本在于现代制度保障”。
蔡元培、胡适评价中央研究院的评议

会制度时，盛赞其为“百年基业”。
“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

从那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
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王扬宗说，“因此，
当我们反思当今中国科学时，辛亥革命时
期，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起点。”

说到反思，王扬宗对《科学时报》记者
说，在当时的国情、观念下，把科学当做实
用手段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占了上风，而
科学本身除了实用外，也是一种世界观，
一种文化。
在为科学正名后，科学作为精神文化

的一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时
至今日“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科学精神不
足，也影响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

阴徐迅雷
一部辛亥史，半部在江南。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首义，辛亥

革命席卷全国；11月 4日，杭州革命党人
发动起义，当晚克复杭州，11月 5日杭州
全城光复。
浙江属于辛亥革命的重要地区，光复

会在这里展开了活跃的活动。浙江有三个
重要的革命秘密地点：绍兴的大通学堂、
嘉兴的温台处会馆、杭州的白云庵。西湖
白云庵，位于南屏山之阳，雷峰塔之西，南
宋时称为慈庵。虽名为庵，极少佛事。这座
在抗战时期遭日军焚毁的白云庵，辛亥革
命前夕，正是浙江革命的联络点，属于光
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密聚集之
地。这里的绍兴籍老僧智亮及徒弟
意周，同情革命，明禅而达义。蔡元
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
马宗汉、陈伯平、魏兰、陈其美、王
金发、张恭等，多集于此，密商光复
大计。

1912年 12月 8日，应浙江各
界之邀，孙中山自上海赴杭州，专
程前来考察，在杭州前后共有 5
天。其中在 12月 11日，孙中山特
地乘船到白云庵，看望了智亮和意
周，并一起合影留念，题写了“明禅
达义”的匾额。

此时的孙中山，已卸任中华民
国临时大总统半年余，他“不在其
位，亦谋其政”，专心于经济建设，
致力于铁路事业，俨然是位“铁道
部长”。他从 1912年至 1916年，曾
4次来到浙江、来到杭州，阐述政治
思想、指导经济建设，带来丰沛的
思想，留下诸多深刻的教诲。他为
白云庵所题写的“明禅达义”四字，
既是对高僧大德的评价，也是一个
言简意赅的教诲———“明禅”为本
职要义，“达义”为大道理想。

1912年 12月 9日，孙中山到
杭第二天上午，即去凭吊了秋瑾
墓，为鉴湖女侠题写了“巾帼英雄”
四字匾额，又撰挽秋瑾联：“江户矢
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
血，愧我今招侠女魂。”（见《孙中山
年谱长编》上册 752页）这是对巾
帼英雄牺牲精神的褒扬。
擅长演说的孙中山，在杭州、

浙江等其他地区先后发表各种演
讲、讲话不下十次。12月 9日，在参加浙江
五十一团体的特别欢迎大会上，他发表了
重要演说，该演说稿收入了《孙中山全
集》，这是该次来杭所发表演说唯一收进
《孙中山全集》的（详见第二卷第 551页）。
演讲主题，是阐述民生主义的四大纲：资
本、土地、实业、教育。他说：“破坏容易，建
设烦难。”他提出：“国为民有，应人人负担
义务。”说到民生中的资本，他希望国民自
谋生活，“免受富豪之挟制”；而土地则为
“人生最要之事，无土地即无立足之所”；
在实业中，铁路问题是孙中山先生最为看
重的，要求“次第推广”……在这个阶段，
孙中山认为在“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
和民权主义已经达到，所以他特别强调民
生主义。民族主义是为了求得国家独立，
民权主义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而民生主
义是为了解决政治革命之后的经济民生

问题。实施民生主义，是实现中国改造的
必由之路。孙中山先生曾预言，20世纪民
生主义将风靡世界。
民生为重，但没有好的体制制度的保

障，就很难抵达民生主义的理想和理想的
民生主义。换言之，如果民生民权不能保
障，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保障政体政权。12
月 10日，在出席共和、民主两党浙江支部
欢迎会时，孙中山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说，
主旨是关于政党，演讲核心内容收进了
《孙中山年谱长编》（见该书上册 754页）。
孙中山指出，“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
制”弊端相同；他批评“今之政党，往往争
夺政权，不知有在朝党，必有在野党”；他
阐明“一旦舆论民心易其向背，则在野党
进，而在朝党退”，这样才能“政治日进于

文明”。他严词抨击党德“扫地以
尽”，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警语：
“前之以党救国者，今乃以党亡国
矣。”迄今教益十分深刻。
民国初年，政权更替，党派林

立。从 1912年 2月至 10月，仅在
民政部立案的党派就有 85个；至
1913年底，仅政治类的党团即达
312个。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等
纷纷成立。1912年 8月 11日，同
盟会与统一共和党等一共 5个党
合并组成国民党，取“共和之制，国
民为国之主体”之意。孙中山被推
为理事长之后，对党务兴趣不大，
而是钟情于铁路等民生问题；但他
对政党存在的问题看得很深透。从
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初始
阶段的国民党做得并不太好。孙中
山的演讲，批评不正常的“党争”，
深刻指出“前之以党救国者，今乃
以党亡国矣”，这里的“党”应该是
泛指的。“以党亡国”后来在一党专
制的国民党身上得以应验，失去了
民心，失去了大陆，只好去了台湾，
而人民和历史都选择了共产党。

1916年 8月 16日至 26日，
孙中山应邀第三次来到杭州，在出
席杭州陆军同胞社欢迎宴会上，他
发表重要演说，清晰地提出了权力
制衡的方法与路径，再次阐述他在
十年前就提出的“五权分立”的构
架。

所谓五权分立，“盖除立法、司
法、行政之外，加入弹劾、考试二种
是已”（见《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346页）。这是个“3+2”模式，是为了“救三
权鼎立之弊”。弹劾是监督制约制度，考试
是选拔人才制度，为此，后来设立了监察院
和考试院两个机构。而在现代民主国家，是
“竞争上位”替代了“考试选拔”，对官员与
权力的制约制衡功效更好。演讲中，孙中山
对国人喜欢当官有一番深刻的剖析，他说：
“吾国人最喜做官，不问其所学如何，群趋
于官之一途……华人向以官为利薮，不知
西人之业工商者，岁入数十万乃至数百万，
亦寻常之事。若作官虽位至总统，亦不过十
余万而已。故若工商发达则求富，即不必为
官，为官即不能致富。”
总之，孙中山莅临杭州，通过讲话演

讲，带来诸多的教诲，近百年过去，迄今不
曾过时。辛亥革命，乃是革命走在改革之
前，而孙中山先生既是革命先行者，亦是
革命之后的改革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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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以“辛亥革命与科学”为题联系采访时，科学史学家王扬宗额外地做了些“功课”。他说，如今对这个领
域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很少，也少有真正有见地的文章发表，这对科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遗憾。但显而易见的
是，在辛亥革命后，与“科学”混用的“格致”一词便迅速消失了。从那时起，我们管它叫科学……

观点篇

孙中山特别强调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为了求得国家独立，
民权主义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而民生主义是为了解决政治革
命之后的经济民生问题。实施民生主义，是实现中国改造的必由
之路。孙中山先生曾预言，20世纪民生主义将风靡世界。

散落在私人记录中的历史拼图
阴本报记者 杨新美
随时间的流逝，辛亥革命已被历史

的大门锁在了“过往”。很多学者都尝试
着以不同的方式，对这段过往一窥究
竟，看看那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然
而终究也只是在大门之外，从间隙中对
其窥探。
在辛亥百年之际，历史学者傅国涌

跳开了其他研究模式，以直接触摸辛亥
亲历者的私人记录（即日记、书信、口
述、回忆录等史料）的方式，推开了尘封
百年的那扇历史大门。并写出了《百年
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上下册，来
“拼凑”这场革命的拼图，让读者直接通
过亲历者的眼睛、耳朵和心灵，来感同
身受那段历史的震荡。
“重建辛亥革命叙事，是我写这本

书的一个小小目标。”在接受《科学时
报》记者采访时，傅国涌再次强调。因
此，在该书的上册中，他从“人心”、“世
乱”、“报界”、“剪辫”、“易帜”等 5个角
度切入阐释辛亥革命发生的缘由；而在

下册中，则为我们阐释了为何辛亥革命
以民国建立结束。
与以往其他同类书籍迥然不同的

是，傅国涌将原本单一的革命视角转向
了全方位、开放多元的视角，让辛亥革命
更为立体的呈现出来。因此，翻开《百年
辛亥》，很快就会发现主人公不是一个
人，也不是一群人，而是很多不同的人。
这些私人记录的主人来自不同社会阶
层、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其中日记的作
者既包含官员如那桐、荣庆、邵英、徐世
昌、许宝蘅，也有当时还是学生的叶圣
陶、吴宓、徐志摩、陆澹安，还有外国人如
宗方小太郎、内田顾一、计约翰；另外还
有大量英、日、法等国外交人员的书信。
此外，傅国涌还详细地描述了以往被

忽视的细节史实。如《烧饼歌》和《推背图》
等民间被视为具有预言性质的书籍的秘
密流行；男子剪辫以抗清政府的特殊方
式，揭示了个人与国家的密切关系；清政
府在辛亥革命一触下垮台的背景等。

虽然在史学界，早在上世纪初叶海
峡两岸就有学者从单一的革命党人叙事

中跳出，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研究方面
开出新空间，比如史家张朋园等人。但
傅国涌认为，长期以来，无论是从立宪
派、晚清新政还是朝廷、袁世凯与北洋
派的研究切入（研究革命派的就更不用
说了），背后依然把革命派和革命逻辑
作为历史的主轴，骨子里还是没有跳出
狭隘的革命思维，原因在于百年来两岸
意识形态的影响实在太深了，时代的限
制几乎很难超越。“百年后，我能换一个
视角，乃是时代的变迁，意识形态弱化、
淡化带来的新思维，以及本人二十多年
来的不断反思，一点点回到历史现场的
努力造成的小小结果。”
在《百年辛亥》上下两册中，为了尽

可能地接近真实，傅国涌在二十几年来
所积累的史料中一点一滴搜寻那段历
史的蛛丝马迹，并拼出历史的全景。这
其中有自己买的旧书，有在图书馆复印
的旧书，还有特别在朋友帮助下所买到
的大批台湾的口述史料。
然而，在书中我们能看到的只有陈

述或是引用的言语，而作者没有在其中

掺杂自己任何点评。“这本书不作价值
判断，而是在作事实判断的，自己的价
值判断已经悄悄融合在全书的选材、结
构、字里行间。”傅国涌说。
“我们受的教育是在看历史尤其是

革命史时往往容易理想化，把革命设想
得更美好，有拔高和美化的倾向，所以
很难接受赤裸裸的真实。而在历史研究
中越是感情色彩淡一些，就越能接近真
实面目。”让我们也一同与傅国涌在那
些亲历者的文字之中找寻辛亥革命的
真相，拼凑这幅历史景象。

叶百年辛亥院 亲历者的私人记录曳
渊上下册冤袁傅国涌著袁东方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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